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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03年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多地进行试点,至今经历了制度正式确立、相关法律出台保障等重

要阶段,关于我国社区矫正的研究也纷涌而至。本文梳理自社区矫正制度正式确立至今相关研究成果,

以《社区矫正法》的推出为分水岭,划分出我国社区矫正研究的三个主题：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确立的价

值和意义、我国社区矫正(制度)运行的障碍、特殊人群的社区矫正研究；文章对每个主题的主要观点

进行归类梳理,并加以总结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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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2003, the community correction system was piloted in multiple regions of China. Since then, it 

has gone through several key stages, including the formal establishment of the system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relevant laws to ensure its implementation. Research on community correction in China has also surged.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research findings from the formal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munity correction system to the 

present day, using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ommunity Correction Law as a turning point. It categorizes the 

research on community correction in China into three main themes: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establishing 

the community correction system, the obstacles to the operation of the community correction system, and the 

study of community correction for special populations. The article categorizes and summarizes the main 

viewpoints of each theme, extending the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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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于2003年在多地开始试点,至2011年

作为一项正式的刑罚制度在国内确立下来。2019年12月28日,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

完备了该制度的法律保障。自2012年起,国内学者关于我国社区

矫正的研究层出不穷,讨论的方向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确立的价值和意义 

社区矫正制度化带来的积极意义,从宏观层面来说,第一,

该制度的实施有利于节约行刑成本,节省国家资源[1]。杨玉花在

对比监禁刑罚与社区矫正的资金投入成本时指出,无论是我国

还是西方国家,社区矫正在资金投入方面都有显著降低[2]。社区

矫正制度在节约社会成本方面有不可比拟的优势。第二,社区矫

正制度体现了法律强制性、公正性之外的效率性和民主性特征,

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3]。 

中观层面来看,社区矫正制度首先有利于维护监狱秩序。全

国共有681所监狱,截至2021年,监狱中的在押犯人总数为194万

人,平均每所监狱的在押犯人为2848人,监狱的维修、管理和运

行因关押人数众多而难度剧增,不同罪行的罪犯关押在一起增

加了更多风险。所以将部分可适用于监外执行的罪犯移至社区

内进行矫正,减轻监狱运行的负担。第二,对为矫正人员提供场

所的社区而言,该体制能够增强社区应对犯罪的能力。由于社区

内定期有罪犯从事劳动服务,通过公告栏、社区群等平台能够让

居民不断增强遵法守法的意识,让负面典型起到警示作用。第三,

有学者从被害人和矫正对象的关系出发,认为社区矫正制度能

够在维护被害者利益的同时,缓解双方的关系。在监禁刑罚中,

被害者往往只能通过知晓犯罪分子的刑罚时长来得到慰藉,而

社区矫正可以让受害者看到犯罪分子为罪行负责的劳作、接受

教育等行为,以此获得心理上的平衡感[3]。 

微观层面上的意义,学者们将目光汇聚在预防和改造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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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违法犯罪上。处于成长关键期的青少年群体,其身心发育尚未

健全且认知水平有限,容易受到外部环境因素的诱导产生行为

偏差。这类非理性行为通常呈现出偶发性特征,行为人的主观恶

性较轻且具有较强的可改造性。若不加区分地适用监禁性刑罚

措施,不仅可能引发心理创伤和社交障碍,更会阻断正常社会化

进程。 

2 我国社区矫正(制度)运行的困境 

2.1 2012年-2020年 

该阶段社区矫正制度刚刚确立,同时缺乏专业人员、矫正机

构及法律保障,因此在运行过程中的不稳定性突出,主要存在以

下困境： 

第一,传统的行刑思想一定程度上阻碍社区矫正的发展。传

统刑法理论中的“罪刑等价”原则强调惩罚的报应与威慑功能,

与社区矫正倡导的“教育刑”理念形成根本对立。实证研究表

明,过度依赖监禁刑的司法系统对未成年犯的再犯抑制率仅为

43%,而社会化矫正项目的再犯抑制效能可达67%以上。福柯所揭

示的“规训社会”治理逻辑,在刑事司法领域表现为对监禁场所

的绝对控制偏好。这种治理惯性导致我国社区矫正经费占比不

足刑事司法总预算的8%,严重制约矫正项目的专业化建设[4]。因

此,在司法实践中,主要适用的还是监禁刑,对于缓刑、假释等非

监禁刑很少适用。 

第二,社区矫正的专业工作人员、机构及组织缺乏。《社区

矫正实施办法》规定各级司法机构对社区矫正人员进行监督管

理和教育帮助,但是在制度确立初期,各级司法所仅做到把关和

落实文件和档案材料,对于社区矫正的教育转化、心理矫正、监

督管理等重要工作内容就处于落空状态[5]。造成这种局面的重

要原因是专业工作人员及辅助力量的队伍建设没有完善,该阶

段的司法所更多的让本所工作人员从事矫正工作,没有引入专

业矫正人员和志愿者,因此既缺乏人力,也缺乏专业性。 

第三,缺乏相关法律体制的保障,这一点在体制运行初期被

学者广泛关注,王刚从行刑社会化的角度讨论我国社区矫正制

度的改进措施时,指出当前社区矫正制度实施的配套法律和相

关制度缺失[6],这一点在2020年《社区矫正法》颁布之后得到有

效缓解。 

2.2 2020年-2024年 

社区矫正制度经过八年的发展逐渐趋于成熟,不仅推出《社

区矫正法》,根据不完全统计,这四年间全国建立县(区)社区矫

正中心2937个。因此,这一阶段社区矫正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再是

缺乏法律保障和队伍建设,而是转移到提升队伍质量、促进多方

力量参与等方面。 

第一,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专业度有待提高。这一点在前一

阶段就有学者提出过,但随着从事社区矫正的队伍逐渐壮大,对

专业性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吴爱英在研究建有中国特色的矫正

制度时提出,当前工作人员普遍存在“三重能力赤字”：心理评

估工具使用熟练度不足(仅31%人员掌握标准化量表应用)、动态

风险研判误差率偏高(再犯预测准确率低于65%)、个案矫正方案

同质化严重(差异化处置率不足40%)。需构建“理论-工具-实

践”三维培训体系,如引入加拿大罪犯评估系统(LS/CMI)认证

培训[7]。陈康认为应从矫正工作者的招聘源头上就做好专业性

准备[8],他指出对于从事社区矫正的司法助理员,其招录过程中,

更侧重法学专业的人才,导致招录的人才缺乏专业心理思想矫

治、行为矫治的知识能力和科学技术,往往只能把效果甚微的思

想矫治教育灌输作为唯一的心理矫治教育方法,即所谓的说服

教育,很难对罪犯起到心理帮助、矫正的作用,应加强对掌握心

理学、社会学等专业人才的聘用。 

第二,社区矫正工作的衔接机制有待完善。贾晓文认为跨部

门协同存在制度性梗阻,刑事司法程序与社区矫正体系间尚未

建立全链条数据共享平台,导致审前调查、判决衔接、矫正执行

等环节出现责任真空,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公安机关、教育民

政部门的信息壁垒造成约23%的矫正对象脱管漏管,矫正方案与

判决裁定的个别化处遇要求匹配度不足60%；刑释人员再社会化

所需的就业就学帮扶仅38%能实现跨系统接续,且心理干预与行

为矫正存在3-6个月的衔接空窗期,这种碎片化管理模式导致矫

正资源耗散率达41%,亟需通过立法明确衔接责任主体、构建智

能协同平台、再造标准化工作流程,形成“评估-决定-执行-反

馈”的闭环管理系统,特别需强化动态监测机制和再犯预警评估

体系的嵌入式衔接[9]。除此之外,监督管理也存在难度,社区矫

正对象,面对外出审批、日常报告从严掌控的做法,更是表现出

特殊的对抗性,特别是面对复工复产政策与从严监管政策不协

调时,管控矛盾会更加突出。 

第三,参与社区矫正的力量过于单一,目前社区矫正更多是

在政府主导下,以司法管理员、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为

执行主体,缺乏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的参与。 

3 特殊人群的社区矫正研究 

除以时间为线索对社区矫正进行研究,人群类别是另一条

研究主线。我国特殊人群的社区矫正主要聚焦在未成年人和妇

女两类群体,研究的逻辑大多也是以“相关群体的社区矫正困境

——对策建议”向前推进。 

3.1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研究 

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社区矫

正在未成年人中的适用范围很窄。为证实这一观点,学者从不同

角度进行印证。彭文华,袁小玉从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统计数据

进行分析,截至2015年11月,全国社区矫正对象中,18岁以下未

成年人仅占社区矫正对象人数的2%[10]；在S省,未成年人社区矫

正对象2016年和2017年的占比均在1%左右,而从2018年开始到

2021年这四年间,占比进一步下降,基本维持在0.7%左右[11]。占

比极低的数据反映出社区矫正实际执行过程中,对未成年的使

用是极其有限的。陈立毅则从法律条文的角度,指出我国仅有被

处以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以及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违法

犯罪的少年能够实行社区矫正。这种弊端限制了社区矫正对少

年犯的矫治功能[12]。为扩展社区矫正在未成年人群体的适用范

围,更好发挥该制度的功效,可以适度扩大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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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延,将严重不良行为、不起诉对象的后期矫正等都纳入到未成

年人社区矫正的工作范围中。 

第二,对违法犯罪未成年的社区矫正项目缺乏针对性。高俊

虹认为缺乏针对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未将成人社区矫正

与未成年人矫正区分进行,而是遵循千篇一律的矫正项目循环

适用,未考虑到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在心理、生理等方面存在的

差异性。(2)未虑及矫正对象的差异并采取不同层次的矫正措

施[13],以致于缺乏针对性的矫正措施,即未成年人之间、未成年

人的同种偏差行为之间,其背后的生成逻辑和心理活动是不同

的,不能简单归因,用一个药方去解决问题。陈曦从社区矫正方

式的有限性指出,无论是成年还是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在实践

工作中,一般都会采取定期谈话、社会帮教、专家心理咨询和参

与社区公益劳动等方式,同质性过强[14]。 

3.2女性的社区矫正研究 

对女性社区矫正的研究,除了社区矫正的共性问题和女性

群体的特殊问题外,学者们更多的关注女性社区矫正的介入方

法及矫正后的持续跟踪。对于女性社区矫正存在的问题,除上述

共性问题,邬诗杭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认为女性社会资源的占

有率和使用率低,来自家庭等社会支持弱,因此从事女性社区矫

正的工作人员因注意对女性罪犯的赋能,但这往往是实际过程

中所欠缺的[15]。此外,针对女性的社区矫正项目也不够,这与未

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发展现状一致,矫正过程中往往把男性和女

性一并进行帮扶教育,忽视群体特性。 

4 结语 

从初创试点到法律建制,从单一监管到教育帮扶,社区矫正

制度的演进折射出我国刑事司法理念的深刻转变。本文的文献

梳理显示,学界对社区矫正制度的研究既关注制度建构的法理

基础与价值取向,又深入剖析实践运行中的结构性矛盾；既聚焦

普通矫正对象的社会融入难题,又着力破解特殊群体的矫治困

境。这种研究格局的形成为制度优化提供了坚实的学术支撑。 

当前社区矫正实践已进入精细化发展阶段,《社区矫正法》

的实施虽解决了制度合法性问题,但矫正效能提升仍面临深层

挑战。未来研究应着重关注三个维度：其一,加强矫正科学化的

技术支撑,构建融合法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专业评估

体系；其二,深化社会力量参与机制研究,探索政府主导下的多

元协同治理模式；其三,强化特殊群体矫正的差异化研究,开发

符合未成年人认知特性和女性社会处境的个性化矫正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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